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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研究

解钰茜，曾维华∗，马冰然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治理模式的选择在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适宜的治理模式是实现保护地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

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但是，目前国内外保护地体制机制研究大多集中在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理论体系分析、体制机制构建与经验

总结等方面，缺乏对全球尺度上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系统分析，尤其是对于目前全球保护地网络的治理模式呈现何种结构，
以及各类治理模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等更未涉及。 为弥补此短板，对 ＩＵＣＮ 全球保护地数据库中全球保护地的治理模式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主要呈现以“政府治理”为主，其他治理模式为辅的多样化状态，并且治理模

式随保护地的空间分布及保护地类型的不同呈现差异性；进一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结构进行定量与

定性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呈现一个较明显的双中心“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特征，形
成以“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机构”、“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为主要治理模式，“合作管理”为次要治理模式的核心圈，在边缘处形

成以“通过社区建立和管理”的治理模式为主的独立中心，说明保护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地
方政府部门 ／机构”与“通过非营利组织”，以及“通过社区”、“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政府授权管理”这两组治理模式内部的

治理模式间呈现较强的关联性，这表明同一国家 ／地区倾向于同时采用有关联的保护地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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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对于维护人与自然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设立保护地成为“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的重要考核指标［１］，在过去的十年里，保护地的建设已成为全球各国首要任务之一［２］。 据 ＩＵ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不完全统计［３⁃４］，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７ 年间全球

保护地增加了约 ５ 万个，陆地和海洋保护地的面积占比分别增加了 １．９％和 ５．３％，分布在各个国家的各类保

护地已逐步形成了全球保护地网络。 然而，《保护地 ２０１６ 年度报告》 ［５］ 指出，目前全球保护地的保护级别千

差万别，绝大多数保护地的管理质量仍不明确，在重要生物多样性地区只有不到 ２０％得到完全保护，且出现

了许多“零保护”的“纸上公园（Ｐａｐｅｒ Ｐａｒｋ）” ［２，６⁃７］，这反映出全球保护地在快速建设的同时治理不到位的

问题。
治理模式的选择在保护地有效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适宜的治理模式是实现保护地生态、社会、经济

和文化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８］。 《ＩＵＣＮ 自然保护地治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明确了保护地“治理

模式”的本质是要关注保护地发展总体战略制定和决策的主体，决策主体拥有的权力和责任，以及决策相关

的原则、政策和规则等［８⁃９］。 目前全球保护地的治理模式共包含“政府治理”、“共同治理”、“公益治理”、“社
区治理”４ 大类、１１ 子类，但根据目前保护地治理现状，可以发现，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同一类型的保护地也会

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 不同治理模式反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决策主体）在保护地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全
面了解保护地的治理模式，将有助于理解不同“决策主体”在保护地治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识别现阶段保护

地治理模式中存在的不足，以便进一步完善全球保护地网络。
当前对于保护地治理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热门［１０］，但国内外关于保护地体制机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保护

地“多方共治”和“社区参与”等具体治理模式的理论体系分析、体制机制构建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缺乏对全球

尺度上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系统分析。 此外，尽管保护地治理模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保护地所在国家的政

体类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８］，但目前全球保护地网络的治理模式呈现何种结构

以及各类治理模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等研究鲜有人涉及。 为弥补此短板，将依据《指南》中对于保护地治

理模式的分类要求，首先对 ＩＵＣＮ 全球保护地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在不同地理空

间、不同保护地类型上的分布情况；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分析，以期探明目前全球保护地网络的治理模式结构以及各类保护地治理模式之间潜藏的内在联系，为我国

未来保护地体系建设及治理模式选择提供参考。

１　 全球保护地建设及治理模式概况

根据 ＩＵＣＮ 数据库网站最新统计显示［３］，目前全球共有各类保护地约 ２３．５４ 万个，其中陆地保护地面积

１９３０．５８ 万 ｋｍ２，海洋保护地面积 １９５３．５７ 万 ｋｍ２，分别占全球陆地和海洋总面积的 １４．６４％和 １４．８７％。 其中，
极地地区（不包括南极洲）保护地面积占比最大，其陆地和海洋保护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８９．８７％和 ３３．８８％；欧
洲地区保护地个数最多，达到 １４．５８ 万个，占全球保护地总个数的 ６１．９３％（表 １）。

目前，全球保护地的治理模式共分为 ４ 大类、１１ 子类（表 ２），且每个治理模式都有其特点。 第一类“政府

治理”模式，是以“政府部门 ／机构（国家或地方）”为决策主体进行保护地治理，或在保留整体控制权和主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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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权的情况下，将一些管理任务委托给非政府组织、企业或社区等机构 ／组织。 该治理模式分为“联邦政府或

国家部门 ／机构负责”、“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负责”和“政府授权管理”３ 个子类型。 如欧洲地区主要以“中央

集权”式的国家政府部门治理为主要保护地治理模式；北美地区由于州政府的独立性，则主要采用地方政府

部门治理模式。 此外，政府授权管理的形式，由于保护地管理的委托方也涉及到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很容易

与“公益治理”和“社区治理”模式相混淆，但“政府授权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保护地治理的最终决策权

归于政府。 如塞尔维亚 Ｓｅｃｏｖｌｊｅ Ｓｅｌｉｎａ 国家公园就是以“双重特许权”的形式将国家公园委托给私人公司进

行资源开发利用（海盐生产）及园区的保护管理［８］。 “政府治理”模式的主要优点就是政府“集权”形式所带

来的管理措施执行效率高，便于整个国家 ／地区保护地的统一管理，但反之这种模式由于需要设置专门的管理

机构和人员，也相应增加了政府的行政和管理成本，并且如若在委托管理时未真正做到“权力下放”或未给予

委托方应有的支持，反而会降低保护地的治理效果。

表 １　 世界 ７ 大洲 ／区域自然保护地概况（按陆地保护区面积占比排名）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７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ｒａｎｋｅｄ ｂｙ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洲 ／ 区域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 ｒｅｇｉｏｎ

包含国家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保护地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陆地保护区面积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
（１０４ｋｍ２）

陆地保护地占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 ％

海洋保护区面积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
（１０４ｋｍ２）

海洋保护占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 ％

极地 Ｐｏｌａｒ ５ ３４ ８９．８７ ８５．５９ ２９３．０７ ３３．８８

拉丁美洲 ＆ 加勒比地区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５２ ７８５６ ４７７．６３ ２２．３４ ３０７．９４ １１．４８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６２ １４５８２３ ３１５．４０ １８．７６ ９７．５５ ９．７８

亚洲 ＆ 大洋洲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５６ ３１２７５ ４７０．６１ １７．４７ １１０４．８３ １２．２１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５８ ８４３１ ４３４．１３ １６．９６ ８４．４１ ３．８７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３ ４１７１９ ２１９．７４ ８．５６ ３５７．６４ １３．９９

西亚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２ ３５０ １３．０９ ６．４８ １．２０ ３．９８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４３ ２３５４５４ １９３０．５８ １４．６４ １９５３．５７ ６．９７

表 ２　 ＩＵＣＮ 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分类［８］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ＵＣ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治理类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子类型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Ａ 政府治理 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 机构负责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地方政府部门 ／ 机构负责（如区域、省级、自治区）

政府授权管理（如非政府组织）

Ｂ 共同治理 跨边界管理（一个或多个主权国家或领土之间的协作管理）

Ｓｈａｒ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合作管理（不同角色和机构通过各种方式一起工作）

联合管理（成立多元管理委员会或多方治理机构）

Ｃ 公益治理 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建立和管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通过非营利组织建立和管理（如非政府组织、大学）

通过营利机构建立和管理（如企业土地所有者）

Ｄ 社区治理 通过原住民建立和管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通过社区建立和管理

　 　 ＩＵＣ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第二类“共同治理”模式，是一种协商达成共识的治理方式，即保护地的治理“决策主体”是由不同的利益

相关方组成，这也是 ＩＵＣＮ 所倡导的包括政府、企业、专家组织、民间社会、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协调一致的多方

参与治理机制［５］。 该治理模式分为“合作管理”、“联合管理”和“跨边界管理”３ 个子类型。 其中，“合作管

理”和“联合管理”看似意思相近，但其主要区别在于：“合作管理”是指不同的治理相关方通过一定的合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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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保护地进行共同管理，而“联合管理”是需要成立多方共治的机构对保护地进行管理，类似于流域管理中

“综合管理”与“集成管理”的区别［１１］。 如印度的一些自然保护地就采取不同政府机构与当地社区的联合协

作治理模式，政府还创新地推行了联合森林管理和生态发展项目来协调社区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矛盾［１２］。 此

外，“跨边界管理”模式虽然可以增加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促进国家 ／地区多边和平，但由于不同国家 ／地区在

政治、文化、语言上的差异，使得采用这类治理模式的保护地目前还较少。 “共同治理”模式的优势主要是各

利益相关方在保护地治理中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可充分吸纳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政府机构的行政能力、非政

府组织的宣传能力和企业的运营能力，最终产生“合力效应”；同时，多方参与可以使决策更加“透明化”，又可

减少单方治理失败的风险。 然而，这种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模式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多方博

弈的几率，增加决策的时间成本，降低决策效果的可控性，最终造成目标的偏离。
第三类“公益治理”和第四类“社区治理”模式都是一种非政府主导的、自发性保护模式。 “公益治理”类

似于“私人自然保护地治理”的模式［８］，即个人土地所有者、非政府组织、高校、企业等基于对自然资源保护、
社会责任感，或生态经济价值产生的收益等因素对保护地进行管理，同时，为了保证保护责任的落实，治理方

一般要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换取一定的激励条件（如减税） ［８］。 该模式分为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非营

利组织”和“营利机构”对保护地进行建立和管理的 ３ 个子类。 根据本研究对 ＩＵＣＮ 数据库的统计，美国目前

有近 １８％的保护地由非政府组织进行治理，如大自然保护协会就建立了超过 １３００ 个自然保护地［１３］；南非目

前有超过 ６０％的个人土地所有者建立的私有自然保护地，并与政府签约，确保保护的效果不因私人利益而遭

到破坏［１４］。 “公益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其减少了政府部门的干预，提高了保护地管理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促进了国家 ／地区政府完善保护地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确保保护地在“非政府”主导下达到有效治理的效

果；同时，依托专业的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对保护地进行管理，可增强保护地管理的科学性和公益性。 但

反之，由于保护地管理过程中“政府强制性”的减少，此类治理模式也无法保证在保护地治理过程中进行及时

的公共参与和监督，无法避免私人所有者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影响保护地的长远发展［９］。
“社区治理”模式是一种尊重传统和民众生计，通过当地原住民和社区自发进行保护地保护和管理的模

式，目前全世界就有近 ４００ 万 ｋｍ２的森林属于社区治理［１５］。 “社区治理”模式自 ２００３ 年的德班协定正式宣布

后，逐渐被各国所重视［８，１６⁃１８］。 在一些传统的、历史悠久的保护地，当地民众在他们世代生存的地方按照传统

方式对保护地和当地的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贡献显著［１９⁃２０］。 斐济海洋保护地治理曾被认

为是基于社区的海洋资源保护成功典范之一。 根据对 ＩＵＣＮ 的数据进行统计，斐济有超过 ７０％的自然保护地

是以原住民治理的方式进行保护管理。 世代在海洋保护地生存的当地民众自古捕鱼的传统延续至今，有近

４１０ 个捕渔区（ｉｑｏｌｉｑｏｌｉ，相当于陆地的农田），为了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生物多样性下降，当地民众严

格遵守全球海洋保护委员会在海洋保护地设置禁渔区（ｎｏ⁃ｔａｋｅ）的规则，目前斐济 １４ 个省 ２００ 多个村庄都已

加入斐济地方海洋管理网络（ＦＬＭＭＡ）。 他们自发设定捕鱼规定，如捕鱼地点、大小、数量、捕鱼方式等，有效

地平衡了当地的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２１］。 “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减少政府和当地民众在资源开发

与保护中产生的冲突，同时，当地原住民和社区可按照他们的传统方式、经验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利用，提
高了保护地的保护效率，达到保护与生计双赢的效果。 但这类治理模式也面临的一定的问题，如原住民和社

区自身的管理能力和资金不足等，这就需要政府和专业部门 ／机构通过不同渠道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和科学

指导。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主要来自 ＩＵＣＮ 全球自然保护地数据库中 ２０２ 个国家 ／地区自然保护地的统计数据，
且由于目前各国保护地的面积数据统计不完整，所以在本研究中“治理模式”指标主要采用“某国家 ／地区某

一类治理模式的保护地个数占该国家保护地总数的比例”进行表征，一方面可体现出不同治理模式在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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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地区保护地体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消除了不同国家 ／地区保护地个数差异带来的影响，从而可对全球

尺度的保护地治理模式进行相对公平的对比分析。
２．２　 网络结构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ＮＡ）对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结构及各类治理模式

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社会环境中不同行动主体（行动者）内在关系和结构的有

效工具，可以提供一系列图论工具、代数模型，分析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和重要性

等［２２］。 “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及其间关系的集合，其融合了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可利

用节点及之间的连线构成网络图进行网络结构的直观表达［２２⁃２４］。 “社会网络”包含的种类很多，其中按照“模
态”（简称“模”）即“行动者的集合数量”可将其分为 １⁃模、２⁃模、３⁃模等网络，其中 １⁃模网络研究的是一个集合

的行动者及其内部的关系，２⁃模网络则研究的是两类行动者群体间的关系或一类行动者与一类参与事件之间

的关系［２２］。 在本研究中，根据治理模式的核心特征，即决策主体的不同（如国家政府部门 ／机构、非营利组织、
原住民、共治机构等），可将“治理模式”视为一类表征不同“决策主体”的“行动者”，构建关于参与“保护地治

理”事件的“保护地治理⁃治理模式”的 ２⁃模网络。
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２⁃模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矩阵分析（矩阵转换）、图形分析（二部 ２⁃模

图）、定量分析（网络中心性、因子分析等）和分派分析（网络聚集性）等［２２］。 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保护地治理

模式的重要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将主要从网络中心性、网络聚集性的角度探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结构

及关联性特点。 具体分析方法如下：
（１）网络中心性分析

网络中心性分析方法是通过测量“行动者”之间的关联性，找到整个网络中处于核心重要地位的“行动

者”，在本研究中即找到目前全球保护地网络的核心“治理模式”。 将首先通过 ＵＣＩＮＥＴ 及 ＮｅｔＤｒａｗ 网络分析

及可视化工具将“保护地治理⁃治理模式”２⁃模关系矩阵转化为“治理模式⁃治理模式”的 １⁃模关系矩阵，再对其

进行“中心性”及“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最终得到目前全球尺度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结构分布情况及核心的治

理模式。 其中，中心度的分析是关键，将主要采用“特征向量中心度”进行定量表征，可视化分析则利用“多维

量表（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ＭＤＳ）”对整体治理模式网络进行图形布局，使分析结果表达更为直观。 特征

向量中心度是网络中所有“行动者”中心度的总和，强调“行动者”所处节点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与其相邻节

点的个数，还取决于与其他相邻节点自身的重要性，能够更加准确地表征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２５］。 多维量表

是在低维空间去展示高维多元数据的一种方法，是将原始数据“拟合”到一个低维坐标系中，且使得由降维所

引起的任何变形最小［２６］，保留了原始数据的相对关系，从而达到分析可视化的目的。
（２）网络模块化分析

模块化是衡量网络分割成块的指标，即在整体网络小范围的个体聚集会使他们相对远离其他个体，形成

簇状的分散结构［２４］。 根据块模型理论，同一模块里的子节点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结构对等性，在本研究中即

可分析出同一模块（簇）中的不同保护地治理模式是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将利用 Ｇｅｐｈｉ 网络分析及可视化

工具将“保护地治理⁃治理模式”２⁃模网络结构直接进行模块可视化处理，分析得到不同治理模式间的聚类性

及关联性。 其中，模块化分析选用 ＣＯＮＣＯＲ 算法（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来构建块模型，可视化分析则利用

“力引导（Ｆｒｕｃｈｔｅｒｍａｎ Ｒｅｉｎｇｏｌｄ）”的布局算法对“保护地治理⁃治理模式”２⁃模网络进行网络重新布局，进一步

分析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联性。 ＣＯＮＣＯＲ 法是一种迭代相关收敛法，通过计算矩阵的各个行 ／列之间的

相关系数，得到相关系数矩阵，从而将所计算的项目分类，聚类之后的同一类别内的网络节点具有一定程度的

结构对等性［２４，２７］。 基于“力引导”的布局算法主要应用于复杂网络可视化，其原理是将网络中的每个节点看

作一个点电荷，两点间的连线看作一个弹簧，然后对初始状态的每个点的受力进行计算并更新位置信息，直到

每个点都达到平衡［２８］，其目的是减少布局中边的交叉，尽量保持边长一致，并可根据实时状态自动完成聚类，
便于直接观测节点之间的亲疏关系［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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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分类情况

通过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统计结果（表 ３），可以看出，在 ４ 大类治理模式中，“政府治理”模式是目前全

球自然保护地主要采用的治理模式，占全部保护地总个数的 ８０．１５％；其次是“公益治理”模式、“共同治理”模
式和“社区治理”模式，分别占全球自然保护地总个数的 ５．６１％、３．２４％和 ２．６２％；此外，目前全球仍有 １０．１７％
（涵盖 １８７ 个国家）的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不明确，或治理模式不在 ＩＵＣＮ 治理模式的分类中，以至于未能在

ＩＵＣＮ 的数据库里进行有效统计。

表 ３　 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分类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治理类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子类型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对应保护地个数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包含此类治理模式国家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代表性国家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 政府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 机
构负责

５９．３１％ １４５ 瑞士、捷克、德国、芬兰、意
大利、波兰、瑞典等

地方政府部门 ／ 机构负责 ２０．８４％ ４２ 尼日利亚、西班牙、日本、加
拿大等

政府授权管理 ０．１３％ １６ 蒙古、越南、约旦

Ｂ 共同治理 跨边界管理 ０．００％ １ 尼日利亚

Ｓｈａｒ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合作管理 ２．０５％ ４２ 科摩罗、摩洛哥、吉布提、孟

加拉国、阿富汗

联合管理 １．１９％ １８ 黎巴嫩、密克罗尼西亚

Ｃ 公益治理
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建
立和管理

２．３９％ １５ 南非、斯威士兰、哥伦比亚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通过非营利组织建立和
管理

３．２０％ １５ 美国、危地马拉

通过 营 利 机 构 建 立 和
管理

０．０２％ ６ 危地马拉

Ｄ 社区治理 通过原住民建立和管理 ２．３９％ １０ 萨摩亚、斐济、巴布亚新几
内亚、所罗门群岛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通过社区建立和管理 ０．２３％ ２４ 纳米比亚、马绍尔群岛

Ｅ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０．１７％ １８７

通过统计结果还可以看出，除去治理模式尚不明确的保护地，在全球 ２０２ 个国家中，有 １４５ 个国家选择了

“政府治理”模式分类下的“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机构负责”的保护地治理模式，并且分别有 ４２ 个国家选择

了“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负责”和“共同治理”模式分类下的“合作管理”的保护地治理模式，表明这 ３ 个子类的

治理模式在全球保护地的治理中应用较广泛。 此外，通过对各国保护地治理模式的多样性进行统计（表 ４），
可以看出，危地马拉的保护地共涉及 ９ 类治理模式，其次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 ２０ 个国家 ／地区的

保护地也都采用了 ４ 种以上的治理模式。 因此，在今后对于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研究中可参考以上治理模式的

分类及多样性统计结果，着重对具有代表性的保护地治理模式以及国家 ／地区进行分析及调研。
３．２　 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分布情况

３．２．１　 不同空间区域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分布

通过对全球不同地理空间区域（７ 大洲 ／区域）的国家 ／地区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数据进行分析（图 １），
可以看出，在采用第一类“政府治理”模式的保护地中，欧洲地区有超过 ８０％的保护地选择的是“联邦政府或

国家部门 ／机构负责”的治理模式，极地地区除了尚不明确治理模式的保护地外，其余保护地也都全部采用的

是此类治理模式；而在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有近 ５０％的保护地采用的是“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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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此外，西亚地区有约 ５％的保护地采用的是“政府授权管理”的治理模式。 在采用第二类“共同治

理”模式的保护地中，北美洲地区有超过 ７％的保护地采用的是“合作管理”的治理模式，而在西亚、亚洲和大

洋洲地区分别有近 ７％和 ６％的保护地采用的是“联合管理”的治理模式。 在采用第三类“公益治理”模式的保

护地中，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分别有近 １２％和 １０％的保护地采用的是“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建立和

管理”的治理模式，而在北美洲地区有约 １６％的保护地采用的是“通过非营利组织建立和管理”的治理模式。
在采用第四类“社区治理”模式的保护地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超过 ９％的保护地选择的是“通过原住

民建立和管理”的治理模式，而在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还分别有不到 ３％的保护地采用的是“通
过社区建立和管理”的治理模式。 此外，在现有数据的统计结果中，可以发现，欧美地区治理模式不明确的保

护地占比最少，这也可能是由于欧美国家在保护地建设方面起步较早，与 ＩＵＣＮ 保护地管理体系联系比较紧

密有关，同时不可否认，欧美国家对于全球保护地建设的贡献和影响也较大。

表 ４　 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多样性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治理模式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国家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代表性国家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 ８０ 瑞士、奥地利、捷克、埃及、希腊、伊朗、以色列等

２ ３４ 德国、丹麦、芬兰、意大利、日本、韩国、挪威等

３ ２４ 巴西、法国、荷兰、俄罗斯、越南、古巴等

４ ５ 库克群岛、西班牙、约旦、尼日利亚、南非

５ ６ 伯利兹、肯尼亚、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坦桑尼亚、萨摩亚

６ ８ 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斐济、英国、马达加斯加、菲律宾、沙特阿拉伯

７ １ 美国

９ １ 危地马拉

图 １　 世界 ７ 个洲 ／区域自然保护地 １１ 个治理模式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７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

３．２．２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分布

目前 ＩＵＣＮ 根据管理目标的不同将保护地分为了 ６ 大类，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数据

分析（图 ２），可以看出，在采用“政府治理”模式的保护地中，严格自然保护地、荒野保护地、栖息地 ／物种管理

区这类需要严格物种保护的保护地主要采用“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机构负责”的治理模式，国家公园、自然

历史遗迹或地貌、陆地 ／海洋保护景观、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地这类兼顾自然与社会文化多种价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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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保护地则以“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负责”的治理模式为主。
在采用“共同治理”模式的保护地中，分别有约 ５％和 ７％的陆地 ／海洋保护景观和荒野保护地采用的是

“合作管理”的治理模式，有超过 ６％的自然历史遗迹或地貌类型的保护地采用的是“联合管理”的治理模式。
在采用“公益治理”模式的保护地中，约有 １５％左右的陆地 ／海洋保护景观保护地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自然

保护地分别采用“通过非营利组织建立和管理”和“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建立和管理”的“公益治理”模式对

保护地进行建设和管理。 在采用“社区治理”模式的保护地中，有约 １．４％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类型的保护

地采用的是“通过社区建立和管理”的治理模式。 此外，在现有数据的统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在保护地分类体

系中第一类“严格自然保护地和荒野保护地”中治理模式不明确的保护地占比最少，说明严格物种保护的保

护地管理机制较其他类型保护地更为完善。

图 ２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 １１ 个治理模式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３．３　 基于社会网络法的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网络结构可视化定量分析

３．３．１　 基于 ＵＣＩＮＥＴ 和 ＮｅｔＤｒａｗ 的 ２⁃模矩阵中心性及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通过对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数据进行筛选，去除治理模式不明确的国家 ／地区，得到 １５９ 个国家 ／地区 １１
个保护地治理模式的初步网络，并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 软件进行可视化（图 ３）。 其中，节点大小表示与其相连节点的

多少，如危地马拉涉及保护地治理类型较多，相应的节点也较其他国家 ／地区更大；连线的粗细表示两个节点

联系的强弱，如蒙古有 ９２％的保护地采用的是政府委托授权管理的治理模式，而巴哈马只有 ２０％的保护地采

用的此模式，所以蒙古与“政府授权管理”模式的连线较巴哈马的连线更粗一些。 然后利用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的

“数据⁃联系”（２⁃模到 １⁃模）路径及适用于多值矩阵的“最小值”转化方法将“保护地治理⁃治理模式”２⁃模矩阵

转化为“治理模式⁃治理模式”的 １⁃模矩阵，进行“中心性”及“核心⁃边缘”分析。
根据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的“网络⁃中心度⁃多重方式”路径，得到每个治理模式的中心度值并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 软件进

行可视化呈现（图 ４），其中，节点的大小代表节点的中心度，节点颜色深浅代表节点的特征向量中心性的大

小，两节点间连线的粗细代表节点间的关联性强弱。 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全球自然保护地的主要治

理模式是以“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机构”、“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及“通过社区”这 ３ 个子类治理模式为主。
此外，特征向量的网络中心性计算结果为 ２０２．９９％，说明该网络呈现双中心性的趋势。 进一步考虑各节点之

间的关联权重并选择“迭代矩阵多维量表法（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ｒｉｃ ＭＤＳ）”对网络结构重新布局（图 ５），可以看出，目
前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呈现一个较明显的“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特征，形成以“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机
构”、“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为主要模式、“合作治理”为次要模式的核心圈，并且在边缘处形成了“通过社区”
治理模式的独立中心，说明虽然目前全球自然保护地中“社区治理”模式的占比不高，但这种自发性的治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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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全球 １５９ 个国家自然保护地治理类型初步 ２⁃模网络图

Ｆｉｇ．３　 ２⁃ｍｏ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１５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图 ４　 治理模式中心化网络结构

Ｆｉｇ．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式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这也与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保护地“社区参与”的关注度和研究趋势相吻合。
３．３．２　 基于 Ｇｅｐｈｉ 的 ２⁃模矩阵模块化及聚类性分析

将“保护地治理⁃治理模式” ２⁃模矩阵导入 Ｇｅｐｈｉ 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选取 “力引导 （ Ｆｒｕｃｈｔｅｒｍａｎ
Ｒｅｉｎｇｏｌｄ）”的布局算法进行网络重新布局，并计算特征向量大小，用节点及其标签的大小表示特征向量大小，
然后利用软件内置的模块化分析功能对整体 ２⁃模网络进行模块分析（图 ６），结果显示，整体网络可以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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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治理模式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ｅ⁃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５ 个模块，且模块化系数为 ０．３７４，说明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网络是一个低密度且模块化程度较低的网络。 结

合前面保护地治理模式的初步网络现状，模块化分析的结果说明目前全球各国 ／地区在保护地治理模式选择

上较为分散，最主要的模块是以“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机构治理”模式为主的子模块。
此外，可以看出，该网络仍存在个别的小团体聚类现象，子模块 ２ 和 ４ 分别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性。 其中，

子模块 ２ 是以“通过社区”、“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以及“政府授权管理”治理模式为主的分散式簇状结构；子
模块 ４ 是以“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 和“通过非营利组织”治理模式为主，“联合管理”、“通过营利机构”及“跨
边界管理”治理模式为辅的分散式簇状结构。 根据块模型的理论，同一模块里的子节点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

结构对等性，且节点距离越近表示相关性越强，对应到保护地治理模式网络，则可认为处于同一模块里的治理

模式之间存在相关性，说明“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与“通过非营利组织”模式有较强的关联性，“通过社区”、
“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以及“政府授权管理”这 ３ 类治理模式间也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即同一国家 ／地区倾

向于同时采用其中一组有关联的保护地治理模式。

４　 对我国保护地建设的启示

我国的保护地建设在时间上较发达国家稍晚，１９５６ 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鼎

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先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形式的园区包括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

园、湿地公园等。 近些年，我国在国际环保相关履约行动中表现突出，不断加强对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视，并且

截至到 ２０１６ 年，我国已建成各类保护地超过 ８０００ 个，面积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１８％［３０］。 然而，在本研究

对 ＩＵＣＮ 数据库的统计工作中发现，我国保护地的相关数据不完整，仅有 ２２００ 多个保护地进行了统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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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模网络模块化分析整体结构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２⁃ｍｏ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９０％的保护地治理类型不明确，已有数据的保护地治理类型也都以“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治理为主。 这不仅

说明我国在保护地基础数据收集和管理工作不到位，未与国际平台完全对接。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国保护地

治理模式的单一性，未能像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一样摆脱“完全国有化”的命运，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与

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不匹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我国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在大部制改革

的推动下，自然资源部及其下设的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统一管理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成立，进一步优化统筹了

我国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的监督管理职能。 针对我国保护地建设工作中的不足，我国应加快整合原来

分散在各部门的保护地管理职责；同时，全面开展保护地的本底调查工作，明确保护地的边界、资源权属、治理

责任主体等，对各类保护地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和汇总，尽快完善保护地管理工作的备案，形成保护地科研及

管理的基础数据库，建立保护地体系管理平台，并及时与 ＩＵＣＮ 全球保护地平台进行对接。
此外，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的多样化也为我国保护地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我国的保护地大

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地方居民的生产、生活多依赖于保护地的自然资源，如具有时代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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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近期也暴露出了沉积多年的自然资源管理混乱、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 且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

展，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态产品的需求，对于保护地的严格保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限制了生活在保护地的居

民对自然资源的传统利用，甚至给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我国传统以国家或地方“政
府治理”为主的单一保护地治理模式常会受到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制约，未能实现保护地与当地经济社会的

共同发展，亟需探索和创新我国保护地的治理模式。 首先，我国可以在现有政府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包含

国家林草局、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的地方机构、专家顾问、当地居民 ／社区代表等多角色参与的治理机构

和共管机制，即在影响自然资源、生计和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实现更多的平等、合法和负责任［８］，提高保护地的

有效治理。 其次，可针对不同保护等级或结合不同的功能类型分区（严格保护区、游憩区等）建立多层次的保

护地治理模式，如在严格物种保护区，以政府委托专业机构的治理为主；在游憩区或缓冲区鼓励多方共治模

式；在可居住及资源利用区以原住民 ／社区共治的模式为主，将传统的自然保护方式融入保护地的治理，建立

利益共享机制，最终实现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３１］。

５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 ＩＵＣＮ 保护地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及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以

“政府治理”模式为主、其他治理类型为辅的多样化状态，且治理模式随保护地空间分布及保护地类型的不同

呈现差异性；此外，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呈现一个较明显的双中心“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特征，形成以

“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 ／机构”、“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为主要治理模式、“合作治理”为次要治理模式的核心

圈，及在边缘处形成以“通过社区建立和管理”治理模式为主的独立中心，说明“通过社区建立和管理”的保护

地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并且“地方政府部门 ／机构”与“通过非营利组织”，以及“通过社区”、“通过个

人土地所有者”、“政府授权管理”这两组治理模式内部的治理模式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说明同一国家 ／地
区倾向于同时采用一组有关联的保护地治理模式。

结合本研究对于全球保护地不同治理模式的特点和相关性分析，以及我国保护地在基础数据管理、国际

平台对接、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的不足，建议我国在保护地建设中尽快完善保护地管理备案和国际平台的对

接工作，加强保护地建设和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提升我国保护地体系在国际保护地联盟中的影响力。 此外，
建议我国在保护地体系建设时要借鉴全球保护地治理中的不同国家的创新模式和先进经验，充分考虑各类治

理模式之间的互补优势和应用范围，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形成针对我国保护地体系治理的适宜模式，建立我国

自然资源管理的长效机制，避免我国在保护地体系建设中“走弯路”，为我国生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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